
汪晖谈生态问题 

 

日前，汪晖教授在接受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教授的访谈时，谈到

了他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以下为访谈实录。 

 

刘：汪晖，我还想问一下关于生态的问题，为什么你会那么关注水坝的问题。 

汪：这实际上有一个从书本到实践的过程，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我自己做这个思想史研究的时候，其中一个课题是对科学主义的讨论，近代科学

和科学主义的讨论。我在《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第四卷几乎整个一卷都是讨论

这个问题，而且开始得是比较早的， 90 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这个讨论了。那这个

讨论一定程度上有它一定的历史脉络，这个我觉得是历史跟理论的脉络，在思考

这个问题。对于科学主义的讨论很自然的一个部分是关于思想、世界观、价值观，

一个是关于现实，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构造是按照这个结构来的。所以也就

等同于开始了一个对发展主义的基本思考，对于现代化过程的思考。因为我们从

80 年代以来，现代化就是一个最主导的意识形态，当然我们可以说 100 年来都

是如此。我大概在 90 年代的思考当中一个很主要的思想脉络是，重新反思现代

化的意识形态。所以从理论上说这也就不可避免地追溯到这个过程。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于资本主义的再思考、资本主义的研究来说，我的确认为现代生态危机

是跟资本主义发展连在一起的，因此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自己在 90

年代做这个关于科学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科学主义的讨论的时候，实际上是包含

这个脉络，因为对于自然的控制，也是对社会的控制的一个方式，这个（是）过

去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命题。我也是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我们对自然的

争夺同时等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都是跟着它发生关联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反过来

是人和社会的关系，这一点是很早就开始思考的。 

 

 

 

 

 

 

 

 

 

 

 

 

 

 

 

 

 

费孝通先生 

以后卷入到这个生态问题的运动里面，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我在 96 年

开始编《读书》杂志，编《读书》杂志以后，我对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再思考、发

展主义的批评实际上在《读书》里面已经在组织这些讨论。当时我们也组织过几

次专门的关于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的圆桌讨论，在《读书》上发表过关于科学主

义、人文地理、科学和科学史问题，也包括乡村发展，都涉及发展模式问题，其

中也包括生态问题。那个时候中国知识界对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关注，但是不够

重视，我印象中反而是老一代的有那么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问题有思考，我印象

比较深的比如说费孝通，他对太湖流域的调查，对太湖的污染情况的分析，另外

他强调太湖周围人口密集，人的污染高于其他的这些污染。这个《读书》后来都

发表，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所以后来蓝藻爆发各个内湖全部污染。再就是我



们曾经发表过一组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是当时对这个黄河三门峡提出异议的一

个科学家，那以后在这个长江三峡问题上，他又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们那个

时候在他的晚年，他留下了一些稿子，所以我们就发表了他的这些遗稿，不是遗

稿，当时还在世，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去世后才发表出来，是他的遗稿。我们

也还有一篇是直接讨论长江三峡的文章，是他的遗稿，没有能够发表，因为太现

实，比较尖锐，没有发表。我自己在《读书》的编辑手记里面也专门写过关于黄

万里和这一类跟生态有关的文字。我们那个大概在 90 年代，就是我编《读书》

期间也曾经参与过到长江的考察，我们跟一群研究长江问题的人。他们主动来找，

因为《读书》发表了这些文章，他们就主动来找我们。所以我跟着他们一起去长

江沿岸，去看过，然后也专门参加了他们的讨论会，一些水利的这些。基本上有

两种理论，一种是进一步现代化，为了解决水资源，但同时也发展出怎么样保护

生态，这是第二种理论。 

 
已故人类学者  萧亮中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 96、97 年我在香港的时候，就跟你、宝强，我们一起，

我们那个《发展的幻象》那本书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是吧？对于发展主义

的分析我觉得当时宝强和你的思考已经是比较深入的，已经比较全面的，所以那

时候参与大家一块儿讨论，以后我从香港回来我们一起编这个书，我记得编这个

书的过程中那个《大坝经济学》不是放在我们这一套，也是我拿到后来给了另外

一个出版社，最后出版了。金沙江那个问题的时候，萧亮中买了好多《大坝经济



学》分送给这些人。这是之前的脉络。之后的脉络就是我自己和我们当时《读书》

的关注当中除了生态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就是对各个民族

地区的生态进行观察。黄平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是社会学家，他要跑

很多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田野杂记》去研究各个地方地域

的文化，因为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是：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密切

相关的，所以这个也跟我以后研究讨论区域这个问题有关系。因为区域是一个生

态、人文都综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同时也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概念。那么大概

是在 2002、2003 年前后，我有点儿忘了，萧亮中来找我，当时他也发表了一些，

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他来找我，他说我们谈过关于西藏问题的一些讨论。那

么那一年在云南，有一个关于藏族文化和生态多样性的一个学术会议，所以他们

邀请我去，我也说我不是藏学方面的专家，也不是生态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有兴

趣，所以他们要我去我也就跟着去了。去的过程中除了参加这些会议，因为那个

会议很有意思，除了一部分跟西藏文化有关的，有一批在云南活跃的 NGO，实际

上都是以环境问题为中心的，他们都在，后面分组的一些讨论他们都参加了。当

时我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些状况，因为像大自然协会他们也是在地化的，他们的这

些干部实际上是当地各民族的成员，所以听到他们的一些讨论。以后我又有机会

跟这些藏学家还有活佛一起去德清，然后去梅里雪山，所以一路跟这些，主要以

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一些人座谈，讨论当地的生态、文化、土地政策等等。 

 

虎跳峡 



最后，我记得是在那次会议过程中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虎跳峡建水坝的计划。

当时就跟萧亮中他们谈过，问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记得走到贲子兰，他们说这个

地方可能以后都要淹掉。（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这个对生态多样性、文化多

样性都有影响，再说虎跳峡是一个著名的大景区。我回到北京以后，萧亮中当时

就跟我商量能不能做些事儿，我说我不是特别了解这情况，所以我就跟亮中说，

我说你要不先做点调查，你先期的，我后来。他是当地人，所以他留在当地去调

查各方面的情况，我也介绍他一些人，当地政府的一些人，让他去跟那些人接触，

看看到底什么状况，因为你要说话总要做点调查。我在北京，他经常打电话说这

个状况是怎样怎样，就希望我能做一点事，而且希望能产生影响的，要不然整个

虎跳峡就破坏了。那我说既然要说话，我又不是这个领域的，我还是觉得很为难，

然后我当时还是不管怎么说决定我自己去做一遍考察。这样我就又找了一个机会

自己去，当时我记得是夏季，所以（因为）雨水那个地方比较危险，虎跳峡那个

山上掉石头非常危险，而且公路也断。我自己步行穿越哈巴雪山，我一直走进去，

沿着这个虎跳峡，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沿着这个走了一遍。走了一遍以后

当然也再做一点其他的文字的调查，这样的话就对这个情况有了一些比较第一手

的接触和了解，也跟当地一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作了讨论。这个之后我们就在

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其实参加会议的当时大部分是环境的 NGO。这些 NGO 当

时做了一些地方性的东西，但是始终没有这么大影响的一个、能够把大家团结起

来的这么一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次，主要是由于萧亮

中的原因，他因为是当地人，又涉及到金沙江峡谷地区的这些民族的生存状况，

所以他在北京跟金沙江之间穿梭往来，其中使得当地的农民，因为它做这个要牵

涉到大量的移民，它因为牵扯到这些状况，这个当地的村民开始主动地参与这个

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对当时的环保运动来讲，也是一个重要事件。原因是第一次

真正的由村民们自己组织起来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要发言，那么同时又跟其他的一

些从事环保运动的人，还有一些我们这些并非职业的从事环保运动的人。我们当

时做过一个公开信，海内外都有一批人参加，所以这个公开信的发表，和当时媒

体的报道，国内、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使得这个金沙江问题成为很重要的问题。那

个时候国家相对的说它在这方面容忍度也比较宽，我记得有一年国务院发改委搞

一个电力改革的国际会议，好像是哪个国际组织跟国务院发改委联合搞的。我们

当时把这个金沙江河谷地带一个村民的代表请到北京来，他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发

表了讲话，而且当时的报纸，像《中国青年报》，都是头版，一个村民的大头像

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言。最后，金沙江水坝的建设尤其是虎跳峡项目变更了，它

的地址改掉了。金沙江还是需要水坝，它是在上下虎跳还是有，但我们的努力还

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长江三峡水电站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态问题基本上以碳排放为中心的，但我们中国的碳的依赖

量高，过去高到 70%、80%，现在比较低了，大概 50%多一点，起码一半以上，

仍然是要大规模依靠碳。那我们现在的技术，使用碳的清洁技术目前在全世界都

是领先的，这都是事实。但是也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降低）碳排放以后，

所以大家觉得水力是唯一的清洁能源，当时还有一些人提出核能源还是可以用的。

可是因为这个福岛危机之后，大家也知道它也是哪一天要爆发了就不得了。所以

一方面是核能的不可靠，就是它总说是安全的，谁也不敢预估，第二个是你有一

个碳排放的标准，这样水的压力、水电的压力、水利的压力就变得很大，这对中

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说把水电当成清洁能源，可是水电碰到的问题

一个是破坏江河的生态，第二个是涉及大量的移民问题。长江三峡当年是这样，

现在的这个怒江啊其实都涉及到移民和移民安置。那同时这些地区又因为它是多

民族地区，所以它当然也会涉及生产方式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所以这是个很复

杂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地区的河流有多半是国际河流，就是它不是一个国家的，

它还牵扯到国际间的关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客观上讲生态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仅仅是现代化、发展主义这些问题，还牵扯到更加复杂

的政治问题，这也是以后我们做过的一些工作。 

最近刚刚结束巴黎气候谈判。5 年前在天津也有一次气候谈判。当时有一批

人，长期从事这个工作和研究的人提供了这些最基本的数据。我跟郑义生我们一

起牵头找了一批人，给当时的中方谈判代表薛正华，也是这一次的主谈判代表，

和美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各自写了一个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在国内国外都发表了。

最近我看他们又有人把这个 5 年前的信翻出来，因为基本的问题没改变，其实谈



来谈去基本问题没改变，而且现在说是达成了共识，但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的责

任也完全没有尽到。中国方面不能说不重视，相比较中美两国的话，中国方面的

重视和推进从政府的努力来说、从社会的关注度来说，跟过去相比，那还是做了

大量的工作，这也是实事求是，是有大量数据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作了这么多

的努力，国际谈判当中作了这么多的妥协和让步，但是我们的生态还是在持续地

恶化，雾霾持续严重，也就是说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北京雾霾问题严重 

这个不够不是意识的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你只要在这个模式下，你只

是用修补的方法就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跟欧洲发达国家推卸它们的历史责

任，它们在当代承担的责任也不够。由于它们在这个谈判当中它们对媒体和NGO，

它们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尤其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和）

印度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真正地推进生态的改革，

全球性的，包括我们国内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的问题。 

所以关注生态不仅仅只是一个生态问题，我们通常说的环境问题。那我补充

一点的就是当时，我忘了是在哪年，九几年，《天涯》杂志发表了《我们为什么

要讨论生态》，当时黄平，李陀，少功他们组织了那个会，我不在，我没有参加

那个会。这说明当时对环保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知识界集体的围绕环境问题发出声

音。另外，我们在《读书》组织有关生态的讨论，有一些老先生，他们就说你们

这些讨论都走得太快了，这些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所以

意思是说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说发展的问题不重

要，可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这是当时为什么卷入生态问题的一个

因素，还有很多。 

（访谈录音由陶然整理） 


